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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氣候變遷對人類健康造成許多威脅，世界各國政府皆對其衝擊影響及其調

適策略極為關注；這不僅是全球性之政策議題，也需要科學方法研究自然環境、

人為基礎設施、健康政策等諸多因素，以提出具體有效之可行健康調適策略。因

此，本文評析國際趨勢、本土政策需求與科學研究缺口，提出「氣候變遷與健康調

適」課題之科學規劃，以期科學研究成果能順利為研擬健康調適策略提供紮實科

學基礎，降低氣候變遷對健康衝擊。此科學計畫提出以系統性方法聚焦自然環境、

建成環境及健康影響三個系統，並整合性地探討此三個系統之交互作用影響途徑及

變項，且由其影響歷程釐清可能介入之健康調適策略。我們提出四大研究方向，一

是建立氣候健康衝擊（包含傳染病及非傳染病）之整合性預警模式，二是具有減緩

氣候變遷與促進健康之共效益健康調適策略研究，三是新型態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

之衛生教育或健康促進工具發展及策略研究，四是深化本土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研

究之科學能量。同時，強調「以解決問題為導向」跨領域合作以及利害相關人之參

與，以解決實務上之困難，確實降低氣候變遷對健康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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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idences have showed that human health are affected by climate change in many 
ways. Worldwide, governments are concerned about health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rresponding health adaptation strategies which should be supported by scientific 
evidences evaluating the interactions among variable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man-
made infrastructure, and health status. This paper presents a science plan for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 Adaptation” considering the global trend of sustainability science, 
the policy needs of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gaps of research findings. Systems 
approach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teractions among system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built environments, and health impacts; potential health adaptation strategies could be 
identified by interrupting the influential pathways among them. Four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namely (1) establishing integrated early warning systems to reduce health 
impacts, (2) exploring co-benefit strategies for health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3) developing strategies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with new types 
of scientific tools, and (4) building capacity for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 adaptation”. 
Moreover, solution-oriented, stakeholder-engaged, and integrated tran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in order to tackle the difficulty encountered in reality 
and reduce the health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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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所衍生的環境變異，包括極端氣候事件（如熱浪、暴雨）

的強度與頻率升高、降水型態改變、海平面上升、水資源質與量的劇烈變動、生態

系統質損、糧食生產條件變化等等（IPCC, 2014），已對人類社會產生嚴重的衝擊
與威脅。自1990年代起，各國透過會議的交流（如1992年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
（Earth Summit 1992）、1996年日內瓦會議、1997年京都會議、2002約翰尼斯堡地
球高峰會（Earth Summit 2002, Rio+10）、2005年蒙特利爾會議、2009年哥本哈根
會議）和協定的簽署（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協議書、巴里島發展路線

圖、哥本哈根協定），試圖解決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威脅和危機，但成效並不顯著。

2015年12月12日在聯合國氣候峰會中195個成員國通過的巴黎協議，冀望能共同遏
阻全球暖化趨勢。「巴黎協議」強調應把全球平均氣溫控制在工業革命以前水平之

升幅2℃之內，並努力限制1.5℃升幅之內。在此同時，如何在面臨現階段氣候變遷
衝擊時，加強擬定有效的調適策略，亦是國際上共同關注焦點。聯合國各成員國在

2015年9月25日亦通過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希望在2030年達成。其中，健康與福祉、水資源、潔淨能源、永續城市與社區、氣
候行動等多項目標，皆需要有效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才可能達成。聯合國特別強調

第十七項目標是建立夥伴關係（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因此，政府單位、科
學界、產業界及一般大眾等等，皆需共同努力來擬定並執行有效調適策略來因應氣

候變遷衝擊。

在學術研究方面，1980年代起國際上發展出四大全球環境變遷科研計畫，包
括世界氣候研究計畫（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 WCRP）、國際地圈-生
物圈計畫（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 IGBP）、國際生物多樣性
科學研究計劃（DIVERSITAS），以及全球變遷人文面向科學計畫（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HDP），在1987年
至2010年間針對全球環境變遷的科學研究有重要且大量的貢獻。2012年，由全球
環境變化計畫贊助的科學會議“Planet Under Pressure”中，學者提倡採用新的研究
方法來解決地球系統面臨的壓力，以及尋求全球永續性解決方案的迫切需求，並

得到2012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 2012, Rio+20）的響應，呼籲加強政策與科學
之間的關係。在相同的理念下，2014年國際學界由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今與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合併為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SC）領導，整合旗下全球環境變遷相關科研計畫30多
年的努力成果，以研究全球永續發展為主軸（research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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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推出Future Earth科研活動，其訴求有別於過去僅強調基礎科學研究，而著重將
基礎科學研究連結至社會及政策制定者所需解決的永續發展議題。Future Earth所重
視的永續科學研究必須能「提出解決方案」，研究成果必須同時兼顧環境變遷與發

展的挑戰，又能滿足人類對食物、水、能源及健康的需求。此外，Future Earth強調
自然、人文社會、人類及經濟學等跨領域合作的重要性，以期找出最佳科學方案，

解決眼前複雜多面向的科研問題。再者，Future Earth也特別強調「共同設計（co-
design）」、共同產出（co-produce）及共同傳達（co-deliver）之概念，在科研議
題設計之初就必須與政策制定者或士農工商等利害關係人「共同設計」，以利科研

成果快速傳遞給政策制定者，回應利害關係人的需求，且有助於科研成果垂直整

合，為社會所用。

在2009至2013年間，在ICSU支持下，全球科學界經過多次討論，彙整Future 
Earth三大重點研究方向，就是「變動中的地球（Dynamic Planet）」、「全球

發展（Global Development）」及「因應永續發展之轉型（Transformation toward 

Sustainability）」（Future Earth, 2013），即以過去四十年之全球環境變遷相關之
科研成果為核心，向外拓展到人類社會發展模式轉型之社會科學議題，包括健康

調適議題。另外，在健康研究領域上，ICSU同時推動另一項國際重點研究活動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the Changing Urban Environment」（簡稱Urban Health and 
Wellbeing, UHW）。不同於以往只分析潛在因子與疾病死亡率（或發生率）之相
關性，其強調以系統性研究方法（Systems Approach）進行健康研究（UHW, 2016; 
Olazabal et al., 2018），可以同時以定性及定量的方式，探討不同因子間的正負回
饋作用，包括外在自然及社會環境、都市規劃等會影響個人健康之外在正向負向因

子等，研究系統可以由初期簡單系統，發展至相互影響之複雜系統。系統性研究方

法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橋樑，將目前獨立存在的健康領域之流行病學研究及健康研究

方法等，串聯至上游的全球環境變遷研究方法，並且明列各個可控制之因子及環

節，以呈現政策面可介入的關鍵點。

國際上健康領域學者，亦呼應ICSU的重點科研活動。有名的刺胳針期刊（The 
Lancet）與洛克菲勒基金會合作，邀集學者專家團提出「行星健康（Planetary 
Health）」的概念（Waage et al., 2015）。「行星健康」強調自然環境及人為建成
環境必須健康，才可能真正保障人類健康。圖1顯示以個人的健康及福祉為中心主
軸，須仰賴健全的基礎設施（中間層，人為建成環境）及自然環境系統（外環）的

支持，才能維繫個人健康；故達成聯合國所提出的17項SDGs的同時，也能促進人
類健康。由圖上看，若人類能合作去解決目前氣候變遷的問題、維繫健康的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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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及海洋環境，也就是盡力達成圖1外環的3個SDGs；同時，又能達成提供乾淨飲
水設施、糧食供給系統及能源供給等良好的人為規劃的基礎設施（圖1中間層）等
SDGs，就能進一步達成圖1中心主軸與個人健康及福祉有關的六項SDGs，如解決
貧窮及維持健康生活等。因此，相關的科學研究須考量人為建成環境、自然環境、

與民眾健康及福祉之系統間的交互作用。

氣候變遷造成的氣象條件變異，會直接危害大眾健康，如極端高溫事件，會促

使熱相關疾病及心血管疾病就診率與死亡率上升；而氣候條件改變，經由自然環境

及建成環境之中介影響，亦會對公眾健康產生衝擊，如因增溫所產生的傳染病蔓延

及空氣污染惡化，在擁擠的都市環境中及通風不良的建築物內，可能加速傳染病傳

播及心肺疾病就診率與死亡率上升。欲降低健康衝擊，需同時考量自然環境、建成

環境及健康系統中多項因子的交互作用。因此，亟需氣候、環境、都市規劃及公共

衛生等專家學者跨領域共同合作，為健康調適建立紮實之科學基礎，以利有關單位

擬定有效調適策略，降低健康衝擊。

圖1　「行星健康（Planetary Health）」與永續發展目標間之關係
資料來源：Waage et al.（2015）: e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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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為因應氣候變遷對社會的衝擊，在1994年成立「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
小組」，1997年8月行政院宣布將此一指導小組提升為「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永續會）」。1990年代初期，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現為科技部）亦配合
國際四大全球環境變遷科研計畫，推動國內全球變遷的整合性研究。2002年「環境
基本法」三讀通過，以其中第二十九條給予永續會法定位階，同年5月起由行政院
院長兼任永續會主任委員，主要是為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方針。行政院在2012年正
式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健康」領域就涵括於氣候變遷調適重點

的八大領域中，行政院並要求衛生褔利部與環保署擬定具體的「氣候變遷之健康調

適」行動方案。在研擬這些行動方案時，考量有限資源做最大運用及各行政機關業

務分工，如疾病管制署、國民健康署、環保署、勞委會、科技部等，都各自負責執

行推動與其法定職掌有關的計畫。科技部的任務是「鼓勵大學院校與研究機構學者

專家進行氣候變遷下我國健康衝擊與調適評估相關整合型研究」，具體執行項目為

「推動氣候變遷下我國健康衝擊與調適評估整合型研究」，以期以紮實之科研知

識，做為調適政策的堅實基礎。因此，「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科學研究的大方向

符合Future Earth科研活動強調的「共同設計」，在政府單位有政策應用之需求時，
提出相對應之科研計畫。

考量國際兩大科研主軸Future Ear th及UHW強調科研計畫應「提出解決方
案」、「共同設計」、「跨領域」及「系統性研究」之科研發展方向（Future 
Earth, 2013; Bai et al., 2016; United Nations, 2017; Olazabal et al., 2018），以及國內
的研究需求，我們在此提出重點研究方向。如圖2（a）所示，「氣候變遷與健康調
適」主要研究系統共有三個：「自然環境」、「建成環境」及「健康影響」，而將

「氣候變遷」當做是影響「自然環境」系統之外生變數。「氣候變遷」會影響短期

氣象條件及長期氣候條件的改變，進而影響空氣、水等「自然環境」品質（由「氣

候變遷」至「自然環境」的途徑），而這些環境品質，亦會受到其它「建成環境」

的影響（由「建成環境及民眾行為」至「自然環境」的途徑），如都市綠覆蓋率、

建物隔熱通風與交通建設規劃等，會影響都市或建物增溫、空氣品質、水環境中病

媒滋生程度等「自然環境」系統變項；不論是因「氣候變遷」或「建成環境」影

響，當環境品質變差後，會導致「健康」系統中傳染病、熱危害、過敏性疾病、心

肺疾病等風險增加（由「自然環境」至「健康影響」的途徑）；同時，即使沒有氣

候變遷，上述這些特定人為設施本身的好壞亦可能因影響民眾行為等因素而直接影

響健康風險（由「建成環境及民眾行為」至「健康影響」的途徑），例如不當交通

規劃可能增加民眾暴露於高交通排放的時間，增加心肺疾病之風險。「氣候變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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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調適」應以系統性方法來研究此三個系統中變項彼此間之交互作用、途徑、影

響因子及健康衝擊程度，並進一步考量能介入之有效健康調適策略。

在有效健康調適策略方面，「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研究可以有三個介入點，

以降低環境對健康之衝擊。如圖2（b）所示，首先是探討「建立氣候健康衝擊（包
含傳染病及非傳染病）之整合性預警系統」，若能建立預警系統探知「自然環境」

系統變項的改變已達到會造成嚴重健康衝擊的程度，可以立即提醒民眾以降低健康

傷害（研究方向1）。第二個介入點是探討「具有減緩氣候變遷與促進健康之共效
益（co-benefit）健康調適策略」，是規劃以治本方式，利用改善基礎設施來建設有
利健康之宜居環境，便可更積極地由源頭改善來降低健康風險（研究方向2），例
如加速再生能源使用，不僅可延緩氣候變遷，同時減少空氣污染，亦可降低健康

風險。第三個介入點「新型態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之衛生教育或健康促進工具發展

及策略」（研究方向3），是由科學研究提供完整科學數據以了解氣候變遷下不同
健康衝擊之不同脆弱族群分佈，並以新型態衛生教育或健康促進工具及策略重點式

加強健康促進宣導以教育民眾；若民眾知道改善某特定人為設施或改變行為可降低

氣候變遷衝擊之健康風險，能形成政策壓力加速此人為設施之改善，或改變自身行

為，以降低健康風險。在此三項研究方向之外，由於科技進步，我們也要善用新的

科學方法及手段進行「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研究，因此，應鼓勵培養年輕學者，

「深化本土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研究之科學能量」。以下分別說明上述這四大研究

方向的內涵與涵蓋的子議題，最後提出整體研究方向的結論與建議。

二、科學計畫內容

在「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方面，我們提出這四大研究方向，一是建立氣候健

康衝擊（包含傳染病及非傳染病）之整合性預警模式，二是具有減緩氣候變遷與促

進健康之共效益（co-benefit）健康調適策略研究，三是新型態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
之衛生教育或健康促進工具發展及策略研究，四是深化本土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研

究之科學能量。以下分項說明。

（一） 建立氣候健康衝擊（包含傳染病及非傳染病）之整合性預警系統
「建立氣候健康衝擊之整合性預警系統」此研究方向涵蓋範圍很廣，目前大部

份研究偏重於氣候變遷對健康衝擊，而較少以整合性方式來建立預警系統，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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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2　「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科學計畫關注之主要系統及可能之政策介入點
（研究方向 1-3）。圖中三個主要研究系統：自然環境、建成環境及民眾行為、及
健康影響；互相影響的途徑以箭頭指示，紅色途徑表示前一個系統出問題時會影響

後一系統，綠色途徑表示良好的調適策略能改善後一系統情況。（a）顯示目前健康
系統受到來自建成環境及民眾行為系統與自然環境系統（受氣候變遷影響）的雙重

影響；（b）若以研究方向1-3的科學證據來提供良好介入方案與健康調適策略，可改
變現況，減少健康系統受到來自建成環境及民眾行為系統與自然環境系統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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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先介紹氣候變遷對健康衝擊之研究現況，再介紹整合性預警系統研究現況。第

三小節，列出規劃之未來研究方向，主要是填補目前科學缺口，以整合性跨領域研

究為主。

1. 氣候變遷對健康衝擊之研究現況

氣候變遷會造成溫度、降雨等氣象因子之改變，包括：極端高溫、溫度變異

性、極端降雨、颱風數量增加等等；另外，溫度增加及降雨減少亦會造成空氣污

染更趨嚴重，這些皆會對健康產生一定的衝擊及影響。以下分為溫度變化、降雨變

化、及溫度與降雨協同影響之健康衝擊等三方面，簡述目前研究現況。

在溫度方面，全球極端溫度事件（如極端高溫、極端低溫等）頻率增加，相關

之健康衝擊亦隨之增加（Sung et al., 2013b）。氣候變遷之健康衝擊最明顯地是顯
現在高溫方面，高溫會造成核心體溫增加、心率加快、血流大量由身體中心組織

分佈到皮膚、出汗增多，以及未及補充水分所造成之脫水現象（Parsons, 2014）。
若高溫超過人體所能適應的溫度，會導致總心血管疾病就診率與死亡率、缺血性

心臟疾病就診率、心肌梗塞死亡率、心肌梗塞發作頻率、熱中風就診率、缺血性

中風就診率的增加（Wolf et al., 2008; Chung et al., 2009; Lin et al., 2009; Green et 
al., 2010; Ostro et al., 2010; Basu et al., 2012）。再者，Chung et al.（2009）、Lin et 
al.（2009）、Green et al.（2010）與Ostro et al.（2010）等人之研究亦指出溫度上升
會導致呼吸系統疾病就診率及死亡率增加。而高溫亦會對心理健康造成危害（Sung 
et al., 2011; Sung et al., 2013a），尤其是原本已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
究竟溫度造成健康衝擊的閾限值為何？已有一些政府單位及學者試圖釐清。目

前文獻中雖對極端溫度事件未有一致性的定義，但多以當地溫度之百分位數做為

準則，極端低溫範圍定為1、5、及10百分位溫度值，而極端高溫則定為99、97、
95及90百分位溫度值。極端溫度對於心臟血管疾病的影響機制為影響主動脈血壓
上升（Hintsala et al., 2014），極端高溫對人體健康之影響為立即性效應，而極端
低溫對人體健康之影響則具有延遲效應（Chung et al., 2015）。極端高溫會致使總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心房顫動與熱中風就診率增加（Huynen et al., 2001; Wu et al., 
2011; Bobb et al., 2014; Brunetti et al., 2014）；而極端低溫亦會使總心血管疾病死亡
率提高（Huynen et al., 2001），而隨著極端溫度事件的持續，更會增加疾病死亡
之風險（Lin et al., 2011; Wu et al., 2011; Lin et al., 2013a; Lin et al., 2013b）。另外，
極端溫度事件亦會影響呼吸系統疾病就醫及死亡率，在極端高溫或熱浪事件下，

會使總呼吸系統疾病與慢性肺阻塞疾病就診率提高（Monteiro et al., 2013; Gronl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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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4）；而在極端低溫或寒流事件下，亦會使總呼吸系統疾病死亡率提高
（Huynen et al., 2001; Lin et al., 2013b）。澳洲的熱浪與老年人死亡平均增加28%
有顯著相關，且熱浪的模式（強度與長度）在不同城市對老年人死亡有不同的影

響（Cheng et al., 2018）。每日溫度變異性（每日高低溫差值）亦因氣候變遷而提
高，Kim et al.（2016）研究結果顯示溫差增加會導致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增加，即
溫差增加1℃，風險增加0.81%，並指出溫差增加亦會導致總呼吸系統疾病死亡率
增加，即溫差增加1℃，風險增加0.90%。
此外，因平均溫度的提高，會增加二次空氣污染物質（如臭氧及細懸浮微粒）

的生成；而陽光入射量增加、雲層量減少及降雨量降低，會延長空氣污染物的停留

時間。而過去研究指出暴露於空氣污染物質會導致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及發病率增

加（Hoek et al., 2001; Brook et al., 2004; Pope et al., 2004; Brook, 2008; Franchini and 
Mannucci, 2012; Dong et al., 2013; Beelen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15），其影響機
制主要是細懸浮微粒及超細懸浮微粒，透過穿透肺泡，進入血液，從而產生損傷心

臟功能、誘發血栓、動脈粥樣硬化等效應。而在氣候因子與空氣污染暴露交互作用

的影響下，亦會導致呼吸道疾病死亡率及氣喘就診率增加（Sheffield et al., 2011; De 
Sario et al., 2013; Zhang et al., 2015）。
在降雨方面，產生之後續健康影響，包括各種不同飲水傳染之水媒疾病（Chen 

et al., 2012）、因接觸受污染水體而感染之疾病、以及眼睛和呼吸道感染所致的疾
病（Chen et al., 2014）。由於極端降雨事件頻率增加，其所增加的大量地表逕流，
可能提供數量龐大的沉積物和營養物質到承受水體，而水體因營養過剩，在洪水

結束後可能導致藻類的大量繁殖，從而破壞了水生生物的穩定性並使水質快速惡

化。另外，暴雨會讓原水濁度過高，使得淨水系統無法有效發揮其作用，致使水中

致病原無法被有效移除，如美國1993年的隱孢子蟲（Cryptosporidium parvum）原
生寄生蟲感染事件，造成許多腸疾病就醫個案及54人死亡（Koopman and Longini, 
1994; Mac Kenzie et al., 1994; Hoxie et al., 1997）。或因污水及防洪設施之毀損，使
得過量的暴雨逕流將地表上的病原體帶入下水道及河川，或流入地下水源，如此便

透過污染供水或食物鏈，致使水媒疾病的增加（Shea and Health, 2007），如孟加
拉在2004年水患事件後，便爆發大規模的腹瀉（約17,000人染病）（Watson et al., 
2007），而加拿大安大略省2000年亦因為過度降雨導致水體污染，並導致嚴重的疫
情（Auld et al., 2001）。或因水患使得生活環境不佳，致使感染水媒疾病，例如水
患可能迫使受災民眾與齧齒類動物共同聚集於地勢較高的區域，增加受災民眾與齧

齒類動物接觸的機會，因此，在1996年巴西、1998年阿根廷、2000年印度的水災



龍世俊等：「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科學計畫

219

事件後，以及2001年台灣Nali風災後，都曾爆發鈎端螺旋體病流行（Watson et al., 
2007）。
另外，降雨不均或降雨量減少，會造成乾旱，乾旱會影響水源水質和食物供

應，並造成可供飲用水量不足及饑荒的產生，並進一步影響居民的健康及營養攝取

（ Shea and Health, 2007; Rose et al., 2001）。此外，乾旱也會間接影響植物病原菌
的生態系統（Patz et al., 2005; Ebi and Paulson, 2007），以及蟲媒的分布和物種的消
長（Eastering et al., 2000），從而影響傳染病蔓延之時節及範圍。
而在溫度及降雨改變的交互影響下，會影響蟲媒的存活及生殖率，進而影響它

們棲息地的穩定度、分布，以及蟲媒活動的型態（Rogers and Randolph, 2006; Wu 
et al., 2009），也使得人類的感染風險隨之改變。一般的蟲媒傳染病是經由已感染
的節肢動物叮咬而傳播之疾病，其傳播源包括蚊子、硬蜱、果蠅等。由蚊子傳播的

蟲媒傳染病，包括瘧疾（瘧蚊）、登革熱（白線斑蚊及埃及斑蚊）、日本腦炎（三

斑家蚊、環紋家蚊及白頭家蚊）、茲卡病毒。其中，登革熱為都市地區流行之疾

病，亦是目前台灣重要之病媒傳播疾病之一，過去數十年，台灣每年都有登革熱病

例發生，高峰期多在每年九月至十二月間（Lin et al., 2012）；另外，登革熱的盛
行，與外在的氣候條件及宿主的免疫力極大之關係（Gubler, 1998; Yang et al., 2008; 
Lambrechts et al., 2011; Racloz et al., 2012）。因此，氣候變遷會改變氣溫與溼度，
並促使登革熱盛行的地區及期間發生變化（Wu et al., 2007）。

2. 整合性預警系統之研究現況

預警及應變機制是目前公認減低氣候變遷之健康衝擊最立即有效的方式

（Smith et al., 2014）。Hunt et al.,（2017）亦指出以氣候預測資訊建立熱浪預警系
統對健康影響調適有經濟上的正向成本效益。不同國家因地理位置之不同，而有

其相異之氣候型態改變及健康衝擊，部分國家亦針對此，發展出相對應的預警及

應變之機制。如法國與義大利按照溫度與死亡的相關性，發布高溫預警（Pascal et 
al., 2006; Michelozzi et al., 2010）；英國則由依該地區之溫度機率，來發布預警之
溫度（Matthies and Menne, 2009）。Xu and Tong（2017）研究澳洲三大城市的死
亡與溫度的關聯，發現不同溫度指標在不同都市型態下與死亡的相關性不同，因

此，應以都市為單位發展早期預警指標。例如在布里斯本，日均溫比最高溫更適合

作為指標，且在熱浪強度不高時，2日期間的熱浪比長期的熱浪更有害（Xu et al., 
2018）。
台灣深受全球氣候變遷衝擊之影響，尤其是極端氣候的衝擊，包括寒害、熱

浪、風災、豪大雨的發生。目前的預警系統主要是氣象單位的颱風及豪大雨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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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及季節預報，尚未連結至健康衝擊的預警。目前，各國的預警系統著重熱浪的侵

襲，尤其是歐洲國家，台灣也應該建立本土的熱危害預警。同時，傳染病的預警也

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3. 規劃研究方向

世界各國實證資料顯示預警系統是最有效的健康調適策略之一，因此，建立含

括氣候、健康效應及中介影響因子的預警系統，是健康調適研究當務之急。氣候變

遷下，氣象條件改變會自然及人為環境條件以及生活型態，這些環境因子及生活型

態變化（中介因子）皆可能影響微生物繁殖及病媒傳播途徑，進而影響傳染病發生

及其擴散範圍。同時，這些環境因子及生活型態變化亦可能影響非傳染性疾病之發

生率、住院率及死亡率。如高溫加上都市熱島效應及通風不良的建築會導致中暑人

數暴增、或原有循環系統疾病者就診率增加等。因此，需要結合跨領域專長，建置

氣候健康衝擊（包含傳染病及非傳染病）之整合性預警模式。

由文獻探討可知，學界對於氣候變遷對各類疾病就診率、住院率或死亡率的探

討雖然不少，但較少連結至綜合氣象與健康之整合性預警系統。為了建立有效的整

合性預警系統，須先利用過去歷史資料，建立氣象條件、自然環境因子、及疾病就

診率、住院率或死亡率之關係，並找出重要氣象條件、環境因子及疾病之閾限值

（thresholds），做為預警系統之基礎。
「建立氣候健康衝擊之整合性預警系統」研究內容需包括以下幾個重點：

（1） 探討極端天候條件對某一類重要傳染病或非傳染性疾病就診率、住院率或死亡
率之影響，並探討自然或人為環境因子或生活型態因子之中介效果；

（2） 彙整預警模式所需的資料庫，例如氣象資料、中介因子（與健康衝擊或調適相
關的環境因子或生活型態因子）、健康衝擊等；

（3） 建立合適的環境、健康衝擊及中介因子評量的指標，以應用於預警模式；
（4） 以系統性方法結合跨領域專長，共同建置氣候健康衝擊之整合性預警模式；
（5） 建立相關機制，邀請利害相關人（政府單位、民眾、產業界皆可）參與提供其

觀點，以利預警模式之應用； 

（6） 以實證資料檢驗所建置預警模式的適用條件、準確性及誤差範圍；做為建立預
警系統之政策。

（二） 具有減緩氣候變遷與促進健康之共效益（co-benefit）健康調適策略
國際研究趨勢愈來愈著重具有減緩氣候變遷與促進健康之共效益（co-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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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調適策略研究。「共效益策略」是指某一策略可同時使兩方面獲得好處。在氣

候變遷衝擊方面，特別是指可同時達成延緩氣候變遷以及促進健康的目標之策略。

「共效益策略」以源頭治理的概念，由根本來改善影響氣候變遷與健康的建成環境

因子；例如：節能且保障健康之建築設計、綠色或主動運輸、低碳健康生活型態、

各類環境友善且促進健康（含飲水安全及糧食安全）之規劃或技術發展、減碳與減

少空污排放之策略、永續健康城市規劃等等，亦需考量各國當地氣候及基礎設施條

件，來研擬可行的本土健康調適策略。以下就「建成環境對自然環境衝擊」及「共

效益策略」研究，探討研究現況及科學缺口，並提出未來規劃方向。

1. 建成環境對自然環境衝擊之研究現況

都市為人類活動高度集聚之處，不僅是人口、建築、交通、工業、物流的集中

地，同時也是高耗能、高碳排放之處（Kennedy et al., 2009），根據IPCC（2014）
的統計，全球大都市消耗的能源占全球的75%，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的80%，
對氣候變遷貢獻甚大。而都市隨著不斷地向外擴張，常變更周邊原本的綠地（含

林地、草地、農地）等環境敏感地區成為吸熱及不透水的水泥地表（Galster et al., 
2001），如此不僅破壞其環境及生態系統，更加劇氣候變遷的衝擊。
在建成環境與自然環境的影響關係中，都市發展型態與其居民的生活型態，皆

使都市整體對於各種資源與能源消耗型態產生影響（如水資源、電力消耗等），同

時也會衍生許多污染及廢棄物（如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對於環境產

生衝擊，進而對大眾健康造成威脅。例如在都市發展型態中，若都市機能與發展定

位偏重於工業相關面向（如製造之都、礦業之城），則環境污染與碳排放量亦較高

（Bi et al., 2011; Price et al., 2013; Feng et al., 2015）。都市密度愈高，愈易產生環境
外部性，如都市內部交通堵塞，車輛走走停停所造成的引擎空轉，會增加空氣污染

及二氧化碳排放。另外，都市規模愈大，會增加環境污染及碳排放量（Glaeser and 
Kahn, 2010; Feng et al., 2015）。Marcotullio et al.（2012）亦提到不同的都市生活方
式，可能會使都市規模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有所不同。上述建成環境對自然環境之影

響，將會透過前述自然環境對健康之影響，進一步對大眾健康產生衝擊。

好的都市規劃則可以降低人類發展對自然環境及健康的衝擊。例如，土地使用

混合的設計，造成各活動旅次的距離降低；另外，也造成順道旅次機會的增加，並

減少旅次產生數，更促使公共交通系統和步行的使用度，故因而減少減少空氣污

染及二氧化碳排放量（Glaeser and Kahn, 2010; Gu et al., 2013; Shahraki and Turkay, 
2014; Shekarrizfard et al., 2015; Rosu et al., 2016）；都市高密度發展可縮短旅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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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並可促使更廣泛地使用公共交通系統和步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空氣污

染（Grazi et al., 2008; Glaeser and Kahn, 2010; Marcotullio et al., 2012）；緊密的都
市發展，在家戶能源消耗（如供暖）上較節約，亦排放較少二氧化碳量（Liu and 
Sweeney, 2012）。此外，在綠地及綠化基盤設施上，因其植栽除可將空氣中的污
染物過濾、稀釋外，更能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將有機碳轉化為生物能用以成

長，並以氧的形式排出，是故，對於淨化空氣具有正面之影響（Jo, 2002; Yang et 
al., 2005; Vaccari et al., 2013），再加上具有調節溫度之功能，故在降低心血管疾病
死亡率（Shen and Lung, 2016）與呼吸系統疾病（Shen and Lung, 2017）極具效果。
由於建成環境對健康可能有正向及負向之影響，這方面研究應著重如何規劃有效策

略強化正向影響，而減少負向影響。

2. 共效益策略之研究現況

最早的共效益研究，著重於減少空氣污染排放對延緩氣候變遷及促進健康之

探討。整體而言，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皆伴隨著減少其它空氣污染物（如微粒、

硫酸氣、揮發性有機物質等）的排放，因此，會減少對健康的影響。Nemet et al. 

（2010）倡導在氣候政策評估納入空氣品質的共效益考量，並針對這種做法的限制
及機會進行探討。以往研究顯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同時也可減少空氣污染

排放及伴隨的健康損害，但學界却很少在氣候政策中綜合性評估及考量整體成本

估算。Nemet等人建議應考慮納入於氣候政策中共效益的面向，包括最適當政策、
總計成本、分配效應、穩定利率、國際合作機制、氣候調適價值、未考量的損失

（如制度障礙）、健康衝擊等等，如此才能更好地評估氣候變遷政策的整體效益。

Thompson et al.（2014）提出了一個系統性方法來評估空氣品質及溫室氣體減排之
共效益，並以降低空氣污染物質臭氧和懸浮微粒濃度做為健康效益指標。其研究

結果發現，空氣品質改善所產生的健康共效益，可抵消碳排放政策成本。Patz et al. 

（2014）強調健康與氣候變遷是密不可分的，並以文獻探討來整理釐清氣候變遷與
健康/疾病間的關係，再透過氣候模型預測2046至2065年的日最高氣溫降尺度概率
分佈及其可能影響。結果顯示，到了2050年，美國許多城市可能會出現更頻繁的極
端高溫天，而高溫亦與臭氧超標天相關。氣候變遷亦會衍生相關之疾病，包括熱相

關的疾病、呼吸系統疾病、感染性疾病、精神健康障礙等等。因此，以健康觀點，

更應該強化減緩氣候變遷的方案，來降低對整體健康的衝擊。

國外一些學者也應用整合型評估的方式，來探討此種共效益。West e t a l . 

（2013）使用模式模擬考量空氣污染物的長程輸送、長期人口變化、隨氣候變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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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空氣品質等因子，透過兩種機制（降低空氣污染物質、減緩氣候變化及其對

空氣品質及健康影響）去模擬共效益。結果顯示，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於2030、
2050、2100年可分別避免0.5±0.2、1.3±0.5、2.2±0.8百萬人的死亡，而其平均邊際
效益為50–380 US$/ 每公噸的CO2。Rao et al.（2013）透過一整合環境大氣、能源
使用、及經濟的模型，探討當前空污、氣候變遷與清潔燃料之政策，如何去降低空

氣污染和改善人類的健康。結果顯示同時考量全球氣候變遷及空氣品質立法，對於

解決室外空氣污染深具影響力。而嚴格的室外空污、氣候變遷與清潔燃料之整合政

策，對於降低空氣污染及保障健康是有益的。McCollum et al.（2013）則利用一整
合性模式來評估三個關鍵目標與發展，包括能源安全的改善、氣候變化的減緩、及

空氣污染的減少與其對人類健康之影響。他們研究結果顯示，減碳可同時改善空氣

品質，進而降低全球疾病死亡狀態。反向而言，Bhanarkar et al.（2018）亦評估印
度德里的空氣管理策略對未來空氣品質的可能影響，並指出空氣汙染的管制政策亦

有減少碳排放的共效益。因此，由氣候變遷政策共效益分析，可量化此政策確可節

省巨大經濟成本，包含減少健康成本支出。Anenberg et al.（2012）更細緻地分析甲
烷和黑碳排放控制措施，對氣候變遷、空氣品質及公眾健康的共同效益，並以死亡

率做為量化指標。結果顯示，甲烷和黑碳排放控制措施，可降低兩種污染物（對流

層臭氧和黑碳）的濃度，除有益於全球和區域氣候外，對於空氣品質及公眾健康亦

具有共效益。

Kim et al.,（2018）評估以韓國蔚山工業區的廢熱供作都市能源的共效益，指
出工業區-都市之熱共生網絡，可同時有效減少燃油成本以及碳排放。此外，亦有
學者針對都市規劃、交通建設及住宅使用能源不同部門進一步分析，以改善這些都

市基礎設施，建設有益健康的都市居住環境，來降低減少氣候變遷對健康的衝擊。

基於都市建築的吸熱及阻擋氣流流動的特性而造成的都市熱島效應，會因為氣候變

遷而強化，因此加重都市人們所感受的熱壓力，Harlan and Ruddell（2011）分析由
於全球氣候變遷、都市熱島與空氣污染間之相互作用，使得都市健康負擔成為公共

健康領域中逐漸受到重視之挑戰。他們著重在以減緩及調適氣候變遷為目的之都市

風險管理計畫，希望除了能夠透過改變建成環境，達到預期目標外，更能藉由降

低空污排放及溫度，進一步產生健康面向之共效益。在交通運輸層面，Wilkinson 
et al.（2009）透過風險評估方法，分析英國倫敦和印度德里兩城市的陸路運輸方
案對健康之影響。結果指出，在同樣都能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基礎上，主動運

輸（active travel）和低排放機動車的組合方案效益最大，在倫敦可降低每年每百
萬人口7,439傷殘調整壽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 DALYs），在德里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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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12,995傷殘調整壽命年。特別是在缺血性心臟疾病的減少上，在倫敦可降低10-
19%，在德里可降低11-25%。這類文獻都指出交通部門的策略，除了原先促進大眾
運輸行的便利的目的外，亦能降低空氣污染，而有利於公眾健康的提昇。因此，學

者們都提倡應鼓勵注重健康整體性的交通政策，這樣會比只關注於低排放汽車的政

策，更能提供公眾健康之益處。Wilkinson et al.（2009）則著重於住宅使用能源改
善行動，來檢驗其對減緩氣候變遷衝擊及提昇公眾健康的共效益。本研究以英國住

房能源效率，以及印度1.5億的低排放戶鍋灶為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英國
住房能源效率上，一般每年每百萬人可節省0.6兆噸CO2的排放，亦可減少850傷殘
調整壽命年，而在印度的爐灶方案，更顯示出對兒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缺血性心臟疾病具重大效益。因此，家庭能源改善措施對於健康及氣候

變遷減緩等目標具有潛力。

3. 規劃研究方向

自IPCC強調這類具有減緩氣候變遷與促進健康之共效益（co-benefit）健康調
適策略研究以後，國際相關研究愈來愈多，我國亟需本土的共效益健康調適策略研

究及示範計畫。由於建成環境對健康可能有正向及負向之影響，共效益策略研究應

以科學方法探討建成環境、自然環境及健康間之交互作用，並著重探究可強化正向

影響並減少負向影響之政策介入點。這類研究需仰賴學者以宏觀角度進行跨領域整

合性研究，以源頭治理的概念，由根本改善影響氣候變遷與健康的環境因子，亦需

考量我國當地氣候及基礎設施條件，來研擬可行的本土健康調適策略。

「具有減緩氣候變遷與促進健康之共效益健康調適策略」未來整合性研究方

向，應包括以下數項重點：

（1） 以系統性方法進行某一項共效益健康調適策略對減緩氣候變遷及促進健康之定
量共效益評估（例如：估計減碳效果及健康效益，甚或是經濟效益）；

（2） 探討會影響共效益健康調適策略的中介因素，以及政策可能介入的中介點；
（3） 評估建置跨領域「共效益健康調適策略」垂直整合模式系統之可行性；
（4） 以實例探討氣候變遷情境下，運用此共效益健康調適策略之可能成效、重要中

介因子之影響及不同策略規劃對減緩氣候變遷及促進健康的效益差異性；

（5） 建立相關機制，邀請利害相關人（政府單位、民眾、產業界皆可）參與提供其
觀點，以提高共效益健康調適策略之可行性；

（6） 提出適合本土、有效可行之共效益健康策略，以及其適用條件與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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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型態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之衛生教育或健康促進工具發展及策略
研究

「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科學研究除了建立預警系統及具共效益的健康調適策

略之外，為了讓氣候變遷與健康衝擊及調適之科學知識，實際提昇一般大眾之健康

認知及其因應能力，以促進健康，保障易感族群，降低氣候變遷對健康衝擊之風

險；還必須發展新型態的衛生教育及健康促進之科學工具及策略，考量不同社經條

件之易感受族群及所在區域的特性，建立不同知識擴散管道，並善用最新資通訊技

術，建立產業界、政府部門、學研單位、及民眾間溝通橋樑；強化互動式參與，做

為跨域合作進行健康調適策略研擬及行動方案之基礎。以下簡介此方面之研究現況

及科學缺口。

1. 研究現況

在建成環境及民眾行為對健康衝擊方面，許多研究發現建成環境與肥胖、慢

性病、營養不良、身體活動有關，而都市土地使用型態、運輸系統、設施區位往

往是其中的關鍵（Handy et al., 2002; Ewing et al., 2003; Frank et al., 2004; Sallis et 
al., 2004; Zapata-Diomedi and Veerman, 2016）。在建成環境、身體活動與健康間之
關係上，Frank et al.（2004）、Sallis et al.（2004）皆指出都市化程度、混合型土
地利用、街道連結性等環境皆會影響居民的身體活動；而都市設計與交通設施等

社區物理環境則是預測不同年齡層或性別身體活動及肥胖的重要因素。而Ewing et 
al.（2003）的研究也發現控制人口學變項及健康行為的共變項後，都市規劃不良的
城市人口密度低且街道的連結性、可近性較低，則居民的肥胖率及身體質量指數

（BMI）可能較高。另外，Addy et al.（2004）則針對1194位18歲以上的成人自覺
鄰里環境對身體活動的影響的研究，發現自覺鄰里是活躍的、人行道的可近性以及

附近有購物場者有比較規律的步行行為。在建築設計方面，Frumkin（2003）歸納
出建築設計及公共空間的建設對生理健康與病情控制有很大的影響。其中，建築的

建材、室內設計與清潔、良好的空調系統、保持空氣流通與溼度都是影響生理健康

的因素。而在建成環境公害方面，Balfour and Kaplan（2002）對883位參加Alameda 
County Study的55歲以上的老人調查鄰里環境（交通、噪音、垃圾及廢棄物）與身
體功能的關係，結果發現控制個人背景、社經地位、健康狀況及危險因子後，自述

社區環境有問題者有較高的失能比率。因此，適宜生活環境會直接影響人的壽命與

健康。

另外，建成環境亦與個人心理健康息息相關（Mcandrew, 1993; Bell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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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Gee and Takeuchi（2004）在交通壓力對健康的影響研究中，發現控制了
個人社經地位後，自覺交通壓力高者有較差的健康狀態及較多的憂鬱症狀。其中，

居住在交通負擔最大的地區的居民，其自述健康狀況最差且有較多的憂鬱症狀。而

Wilson et al.（2004）在調查1504位18歲以上成人的自覺鄰里物理環境與個人健康、
罹患慢性病及情緒困擾之關係後，發現控制個人人口學背景及社經地位後，不喜歡

其鄰里物理環境的居民，其自覺健康狀態較差。另外，綠地在心理健康上，具有降

低心理壓力負荷、獲得滿意度與幸福感（De Vries et al., 2003; Grahn and Stigsdotter, 
2003; Gobster and Westphal, 2004; Jennings and Gaither, 2015）等機能。

2. 規劃研究方向

在「新型態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之衛生教育或健康促進工具發展及策略」研究

方向上，雖有不少學者探討建成環境及民眾行為對健康衝擊之議題，但較少提出提

出新型態科學工具及策略，以提高民眾在此方面的認知，來強化自身行為之改善，

進而促進健康。因此，未來應強化衛生教育及健康促進之新型態科學工具及策略

之發展與建立。以下提出一些可能的研究方向，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學界藉由跨

領域團隊的腦力激盪，發展新科學工具，來加強民眾相關意識，來促成人為建成環

境之健全、提昇自然環境之保護、並促進自我健康。以下是這方面之可能之研究方

向：

（1） 開發個人式智慧型健康管理工具。為達到降低氣候變遷對健康衝擊之風險的目
的，可透過個人式智慧型健康工具進行監控與管理。因此，未來研究面向除了

個人式智慧型健康管理工具之開發外，更須以實例評量此工具準確性、穩定性、

適用環境條件、適合之使用族群等等，以建立確實可行之個人式智慧型健康管

理工具。為了強化此科學工具之實用性，在發展過程中，應建立相關機制，邀

請利害相關人（政府單位、民眾、產業界皆可）參與提供其觀點，以提高健康

促進科學工具及策略之可行性。再者，如何應用此項工具與相關政策相結合，

藉此降低氣候變遷對於健康之衝擊，亦是未來值得深入探討之研究面向。

（2） 建置互動式健康調適資訊平台。為使產業界、政府部門、學研單位、及民眾間
能有效率地溝通，未來研究面向可涵括建置互動式健康調適資訊平台，並應強

化互動式參與或互動式地圖展示，以推廣跨界合作進行健康調適介入措施；亦

應強化資料加值運用，做為跨界合作共同研擬有效健康調適策略及行動方案之

基礎。

（3） 其它以各種新穎科學工具，協助強化衛生教育及健康促進，並建立有效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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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策略或行動方案的科學研究，皆可納入此方向。此方向研究之最終目的，

是實際提昇一般大眾之健康認知及其因應能力，以促進健康，保障易感族群，

降低氣候變遷對健康衝擊之風險。

（四） 深化本土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研究之科學能量
以上三大研究方向，皆著重跨領域整合性的群體研究。而在「深化本土氣候變

遷與健康調適研究之科學能量」方面，則強調培養年輕學者，鼓勵其在個別領域

中，以所學的最新科學方法，探究在圖2中各個環節中仍未知的科學議題。由於氣
候變遷對於世界各地衝擊的空間變異度很大，必須要深刻了解本土的氣候變遷趨

勢，以及對於本土各類健康條件的衝擊重點，才能對症下藥，研擬最有效的調適策

略。目前，在本土氣候變遷與健康衝擊及調適研究領域，仍有不少缺口，需要進一

步探索及深入研究。譬如透過新研發的微型感測裝置或透過遙測衛星資料，獲取更

細緻之資料以進行分析；又或者透過大數據的分析技術，剖析資料以求得新的研究

發現。因此，亟需年輕研究學者引進新的科學工具或針對某一環節深入探討，做為

未來建置預警系統、研擬共效益健康調適策略及新型態健康促進策略之基礎。

「深化本土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研究之科學能量」之未來研究方向如下：

1. 探討極端天候事件是否會對前人未研究過之疾病造成影響。某類可能受氣候衝擊
之健康傷害或疾病，其衝擊效應或中介因素可能尚缺乏研究，以致尚無法建立預

警系統或調適策略。因此，此課題是強調探討極端天候事件是否對前人未研究過

之疾病的發生率、就診率或死亡率造成影響，以及其衝擊程度；亦應探究受影響

族群特徵及其高風險與高脆弱族群之分佈。同時，亦包括有效調適及健康促進策

略之可行性評估。此一研究方向是進一步檢視是否本土有任何特殊的、可能被忽

略的氣候衝擊之健康傷害或疾病，並研擬適合本土的調適策略。

2. 探討天候條件、健康中介因子、及某類健康衝擊間之交互影響。由於在研擬共效
益健康調適策略時，某些因子間交互作用可能尚無法完全釐清，以致無法研擬可

行之共效益健康調適策略。因此，此課題是強調探討天候條件、健康中介因子、

及某類健康衝擊間之交互關係，與其健康衝擊程度；同時探討受影響族群特徵及

其高風險與高脆弱族群之分佈。最重要的是需包括中介因子效果之分析，以及有

效調適及健康促進策略之可行性評估，以利健康調適策略之擬定與執行。此一研

究方向是立基於本土氣候變遷趨勢、環境特殊性的條件下，探討健康中介因子及

某類健康衝擊間之交互關係，以及本土高脆弱族群之特性及分佈，再加以研擬適

合本土的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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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進新的科學工具，強化上述議題之深入分析。若是本土尚缺乏合適之科學模式
或工具，以提昇某項重要氣候變遷與健康衝擊及調適之健康促進認知等等，則需

引進新的科學工具，強化上述議題之深入分析。並評量此科學工具之適用條件、

可移轉性及其侷限，以利評估是否確實能應用於本土之健康調適策略之擬定與執

行。

三、總　結

「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係全球性議題，但又必須考量本土之國情特殊性，以

利科學成果能有效轉化為本土健康調適策略之擬定與執行。我們評析國際趨勢、本

土政策需求、以及科學研究缺口，提出以上科學計畫。我們依據國際科研活動「未

來地球」（Future Earth, 2013）的共同設計（co-design）、「都市健康」的系統性
研究方法、及國內「氣候變遷之健康調適」行動方案之政策需求，除強調跨領域學

者的合作外，更應考量各利害關係人的意見與參與，並將研究成果作交流分享與實

務上的應用。同時，基於氣候變遷對公眾健康衝擊之影響甚鉅且刻不容緩，故在進

行相關議題研究之過程中，除強調與國際接軌外，更應考量本土應用性，兼具研究

價值與政策實用性，使研究成果更能對國內發展提出有效的健康調適政策建議。讓

「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科學研究不僅與國際相關研究並駕齊驅，更能有效降低氣

候變遷對台灣社會的健康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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